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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组织话语研究在本质上将组织视为话语性社会构建过程，以组织情境中的口

头与书面话语文本为直接研究对象，以此剖析组织行为、现象、关系、要素及组织本身，这

一特殊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以社会科学中的“语言转向”为发展契机，挑战实证主义传统，

重思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对组织研究具有变革性意义，被广泛运用到制度、战略、身份认

同、变革等关键组织研究领域。本文在系统梳理这四个领域主要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述

评话语分析对组织研究的主要贡献，进而提出组织及其要素的话语构建过程理论研究模型，

并从语言关注程度、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方面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未来研究方向，特别就中国组织话语体系建设及研究提出基本建议，以期在向中国组织研

究界推介这一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同时，为后续相关研究，尤其是中国组织话语研究做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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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长期占据社会科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及其倡导的定

量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Phillips和Oswick，2012），社会学（Lash，
1990）、社会心理学（Gergen，1985；Potter和Wetherell，1987；Hollway，1989；
Shotter和Gergen，1989；Shotter，1993）、传播学（Mumby和Stohl，1991；Deetz，
1992，1994）、文化人类学（Clifford和Marcus，1986；Marcus和Fischer，1986；
Geertz，1988，1997）等学科开始从文本与语言的角度重新审视各种议题及研究，由此

 
第 38 卷 第 7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38 No. 7
2016 年 7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Jul. 2016

收稿日期：2016-03-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2163，71532005，71272186，71572016，71272185）；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630221，14YJC630049）
作者简介：张慧玉（1985—），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杨   俊（1980—），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创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组织话语研究述评及展望
57



引发的“语言转向”成为当代社会学科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的趋势之一，促使语言问题

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焦点（Alvesson和Kärreman，2000a；陈嘉映，2003；吕源和彭长

桂，2012）。组织管理学科中方兴未艾的语言转向不仅促使组织战略、制度、身份认

同、变革等核心领域的学者对语言及其作用产生了浓厚、持续的兴趣（Alvesson和
Kärreman，2000；Vaara和Monin，2010；Loewenstein等，2012；Cornelissen和Werner，
2014），而且围绕“语言”这一关键点，引领了一场涉及组织研究理论框架和方法设计

的基础性变革，而组织话语研究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Phillips和Oswick，2012；
Fairhurst和Putnam，2014）。组织话语研究在本质上将组织视为话语性社会构建过程，

以组织情境中的口头与书面话语文本为直接研究对象，以此剖析组织行为、现象、关

系、要素及组织本身。这一特殊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为组织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

角、思路与范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与认可，在近十五年的发展中尤为突出，国

际期刊《组织》（Organization）、《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应用行为科

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以及分别引领欧洲、美国组织管理研

究风向的顶级学术期刊《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管理学会评论》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都先后开辟专刊进行探讨，有力地推动了组织话语

研究的成果积累与长远发展。

然而，尽管中国拥有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与西方组织话语研究的良好势头相比，

中国学术界对组织话语关注甚少（吕源和彭长桂，2012；冯捷蕴，2013；彭长桂和吕

源，2014，2016），甚至语言视角下的组织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林泉等，2010；郭毅

等，2010；王涛等，2011），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与组织研究中其他研究框架

和方法相比较，组织话语研究更强调多学科交叉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巧妙的研究设计，

给研究人员涉足这一研究主题带来了障碍，而中国在国际组织管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有

限，致使相关研究更加滞后。针对中国学术界对组织话语的关注不足及其主要原因，本

文以文献综述为切入点和基础，力图在梳理和评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描述、提炼组织

话语研究的发展脉络、主题演化以及未来研究趋势，并特别探讨推动中国组织话语研

究、构建中国组织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组织话语权的基本路径，以期在向中国组织管理

界推介这一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的同时，为后续研究，尤其是中国情境下的组织话语研究做

铺垫。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界定组织话语相关的主要概念，介绍已有研究发展概况，然后

围绕话语分析渗透深入和广泛的四个组织研究领域：组织制度、组织战略、组织身份认

同与组织变革，系统梳理、回顾代表性的组织话语研究及其主要成果。以此为基础，本

文分别从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述评、总结话语分析对组织管理研究的主要贡献，提出组

织及其要素的话语构建过程研究理论框架，并从言语性关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

究主题等方面剖析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进而探讨、呈现未来可行的进展方向及研究

议题，以启发后续研究。最后，本文客观描述中国组织话语的研究现状，从实践与理论

两方面剖析中国在国际组织管理体系中话语权有限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并结合前文对西

方组织话语研究的系统回顾、述评与展望，围绕“话语研究—话语权—话语体系”的循

环发展路径针对中国组织话语体系建设及研究如何改善现状、逐步积累及寻求长远突破

提出基本性、方向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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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话语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发展概况

（一）组织话语相关概念界定

作为话语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话语具有两层不同的含义：从日常用语层面来说，话

语通常是指人们直接交流时使用的口头语言，强调言语交际互动；从广义的层面来看，

话语是指相互关联的成套观点以及表达观点的方式，包括并强调书面文本以及这些文本

累积表达的含义。组织话语的概念结合了这两个层面，指的是组织情境中使用的语言，

同时包括口头与书面语言。文本是组织话语研究的基础对象与内容，包括书面文本、口

头语言、图片、象征、符号等多种形式（Grant等，1998）。

贯穿日常组织管理与运营始终的话语活动反复作用于组织及其要素，而其产生作用

的基础是话语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修辞功能、协调功能、认知功能等。修辞功能指的

是通过选择、使用合适的话语进行沟通，以实现说服的目的（Foss等，2014），基于此

的组织研究关注话语文本在组织运作过程中对想法的表达与传递（Phillips等，2004；
Phillips和Oswick，2012），将其视为一种策略行为，强调修辞策略（如逻辑、情感、伦

理等，Green Jr等，2009；Erkama和Vaara，2010；Vaara和Tienari，2011）与修辞格（如

转喻、隐喻、提喻、类别等，Green，2004；Etzion和Ferraro，2010；Green Jr和Li，
2011）的运用及效果。协调功能指的是依据话语背后既有的俗成约定或创造新的约定来

协调不同行动者群体的行为（Krauss和Fussell，1996），基于此的组织研究刻画特定群

体的共同话语形成过程或群体间话语沟通过程，进而剖析组织内部及组织间如何协调运

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要素变化与演进（Weber和Camerer，2003；Liu等，2015）。认

知功能指的是话语被用来表达相关的认知知识，如类别、图式、心理模式等（Weick，
1995），基于此的组织研究超越组织话语的表层信息传递，从语言认知视角剖析话语对

深层组织逻辑、制度的创造、塑造与影响（Nigram和Ocasio，2010；Cornelissen等，

2015；Ocasio等，2015）。

（二）组织话语研究发展概况

话语分析的学术概念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Harris，1952a，1952b），相关研究起

步于70年代（吕源和彭长桂，2012），发展于80年代，在紧随其后的语言转向的催化

下，该方法及理论框架在组织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并以2004年顶级欧美组织管理学术

期刊相继推出专刊为契机和里程碑，在21世纪的前15年得到飞跃式发展。

基于“镜子逻辑”，实证主义主导下的组织研究假定语言是知识、信息沟通的“透

明媒介”，所收集的语言数据是对相关研究问题的可靠表达（Haku t a，1986；
Alvesson和Kärreman，2007），不仅对语言本身少有关注，而且在使用语言进行研究时

基本忽略其使用情境，因此，研究过程及结果充满疑点（Grant等，1998；Linell，
2009）。语言转向对此提出挑战（Cooper，1989；Deetz，1992），指出人们使用语言

时通常基于特定目的对语义进行操控（Potter和Wetherell，1987），激发组织研究开始

重视语言本身及其特性（Alvesson和Kärreman，2000a；Brown，1977；Morgan，1980，
1983），关注语言的功能、使用及情境，词汇、句式、语篇、修辞等语言要素被视为与

田野调查同等重要（Geertz，1988）。学者们基于语言对组织研究中权力、知识、意义

等核心问题的重要作用，将组织及组织现象视为话语性社会构建（Philips和Oswick，
 

组织话语研究述评及展望

59



2012）。组织话语研究以这些基本观点为基础，强调话语本身及其在组织管理实践中的

运用，认为语言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传递语义，而是由各种语义构成，且与具体的组织

惯例相联系。

组织话语研究不仅关注表达某一特定概念或想法的成套文本，而且致力于探讨这些

概念或想法在文本中的构建与形成以及该过程对所在组织情境的影响。因此，组织管理

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涉及文本的收集、文本如何构建意义、意义文本的传播、接收与使用

等（Phillips等，2004），关注组织话语性质、构成组织话语的文本如何生成、不同文本

如何产生不同影响作用等基本问题。语言转向早期的研究致力于探讨组织话语的性质及

贡献（Keenoy等，1997；Iedema和Wodak，1999；Keenoy等，2000；Boje等，2004；
Grant和Hardy，2004；Oswick等，1997，2000，200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话

语分析与特定的组织研究领域相结合，探讨具体情境下与组织话语相关的主题，包括组

织身份认同话语（Ybema等，2009）、组织变革话语（Grant等，2005；Oswick等，

2005；Oswick等，2010）、战略话语（Knights和Morgan，1991；Balogun等，2014）、

领导话语（Fairhurst和Grant，2010）等。

三、组织话语与制度、战略、身份认同及变革

诸多组织研究领域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具体的组织管理问题

（Ashforth和Mael，1989；Jack和Lorbiecki，2007；Greenwood等，2008），其中组织制

度、组织战略、组织身份认同与组织变革是运用最广泛、探讨最深入、贡献最显著的四

个领域（见表1）。

（一）话语与组织制度

沟通制度主义（Cornelissen等，2015）将语言沟通置于制度理论与分析的核心位

置，语言互动不仅是内心想法或意图的表达或反映，也是制度现实的潜在构成部分。组

织惯例的理性化、合法化及制度化是典型的社会构建过程（Vaara，2014），往往是通

过符号、象征、文本等语言体系来实现（Friedland和Alford，1991；Green Jr等，

2009），基于此，话语分析以最直接的方式融入组织制度领域。

一方面，部分研究采用组织话语的理论视角及框架剖析制度的社会构建过程，如理

论化、合法化、制度化及去制度化等，针对该过程中的话语、语篇、语句特征进行分析

（Vaara，2014；彭长桂和吕源，2014，2016），并结合情境剖析话语蕴含的意义与思

想（Sahlin和Wedlin，2008）。Phillips等（2004）指出，以往的制度研究往往聚焦制度

化的影响与效应，对制度化过程关注不足，而话语分析为探讨该过程提供了合理清晰的

框架。他们提出一个基于文本生成、类型及关联的制度化话语分析模型，聚焦制度化过

程中文本、话语、制度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制度化的基础不是社会行为，而是

描述、传达这些行为的文本，制度由话语组成，是话语活动影响社会行为的产物，而制

度化实际上是制度话语构建的过程。话语视角下的研究质疑了传统制度观点，有力地推

动了制度化过程研究的理论构建及后续探讨（Hardy等，2005；Kostova等，2008；
Battilana等，2009；Ocasio等，2015）。另一方面，部分有关组织制度的实证研究采用

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制度的社会构建过程，通过话语识别该过程中的主要行动者并分析

其互动影响，进而深层阐释不同组织领域的制度构建逻辑（Khaire和Wadhwan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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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uire和Hardy，2009，2010）。Khaire和Wadhwani（2010）采用话语分析方法聚焦于

新市场类别“印度艺术”的市场制度形成过程，呈现该过程中拍卖行、记者、评论者、

博物馆等行动者的话语互动及影响。研究表明，市场行动者通过阐释相关的历史构念塑

造新类别的意义，并以此增进该市场类别中的美学比较与艺术估值。话语分析方法不仅

表1    组织话语研究的代表文献总结

代表文献 主要观点

组织制度

Phillips等，2004 提出制度化话语分析模型；制度化是制度话语构建的过程

Maguire和Hardy，2009 去制度化过程中，既有管理问题在新的话语体系下逐步实现
常态化

Khaire和Wadhwani，2010 行动者通过阐释历史构念塑造新市场制度及其类别意义、艺
术审美标准

Hardy和Maguire，2010 场域配置事件创造出话语空间，竞争性话语推动制度场域及
组织发生变化

Ocasio等，2015 协调、意义赋予、转换、理论化推动制度逻辑的再生与变化
过程

Bitektine和Haack，2015 多层面的组织合法性理论，认知与沟通是跨层面合法性过程
的基本要素

组织战略

Knights和Morgan，1991 战略话语中的“权力效应”将权力合法化，使战略成为优秀的
管理惯例

Ezzamel和Willmott，2008 组织话语是战略的基本构成要素，企业以此介绍新惯例、重
构企业战略

Mantere和Vaara，2008 话语影响组织成员对战略理解、战略参与及其在战略实施中
的角色分配

Hardy和Thomas，2014a 战略话语构建过程中权力与阻力错综共存，促成战略目标及
主题

Liu和Maitlis，2014 情绪动态影响组织战略形成过程，高管团队关系动态为其中
关键机制

身份认同

Phillips和Hardy，1997 组织内外部的行动者群体通过话语影响、改变身份认同及制
度构建过程

Phillips和Hardy，1999 宏观社会层面的广泛话语影响特定身份的界定，而后者转而
也能影响前者

Humphreys和Brown，2001 个人及集体层面的身份认同过程以不同类型叙述话语为构建
基础

Hardy等，2005 两阶段组织间合作模型；组织间合作是相关行动者话语互动
的产物

Phillips等，2013 创业者采用身份认同话语战略构建同质关系，并成为网络中
的核心成员

组织变革

Heracleous和Barrett，2001 话语结构性观点将话语分解为动态二元，即表层沟通行为及
深层话语结构

Sonenshein，2010 管理者通过解冻、修改语义推动变革，并通过保留现有语义
维持组织稳定

Whittle等，2010 作为调停者的变革代理人运用话语的“利益漏斗”平衡各群体
的利益诉求

Teram，2010 冲突性变革话语有助于具有道德模糊性的服务机构公开探
讨、解决问题

Grant和Marshak，2011 提出了一个多维度理解变革话语及其中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

Dewulf和Bouwen，2012 变革会话过程中，行动者形成各异的框架，变革对话必须面
对框架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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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研究语言文本自身，而且也引导他们透过文本更准确、深刻地把

握制度构建的内涵和意义。

更多的研究尝试将话语理论与方法的优势融合起来。话语分析中运用的修辞学理论

强调语言认知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Green Jr等（2009）基于此构建了制度化的象

征或认知概念，分析美国商业领域“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化过程中的话语修辞，提出

“制度化是论据结构变化”观点。Maguire和Hardy（2009）同样采用话语分析方法，但

关注的是去制度化过程，聚焦杀虫剂（DDT）使用惯例从广泛传播到被弃用的过程，分

析话语对外部驱动型去制度化过程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既有管理出现问题化状况，将

在新的科学、法律知识话语体系支撑下逐步实现常态化，从而瓦解了支持现有惯例的制

度基础。在聚焦DDT使用惯例的后续研究中（Hardy和Maguire，2010），他们将联合国

大会视为“场域配置事件”，探讨这样的事件如何通过话语过程改变制度场域或相关组

织。针对主要行动者的话语过程分析表明，诸如联合国大会的场域配置事件创造出多种

话语空间，对文本生成、传播、接受模式的规定及理解各异，行动者在事件中的位置各

异，进入不同话语空间的能力及跨空间传播话语文本的能力各异，由此形成竞争性话

语，并对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的系列研究表明，作为主要行动者的个体或群体通

常基于自身所处的位置、立场及利益，通过创造、散播、接受话语文本为制度领域带来

激进、深远的变化。

话语分析为制度化背后的社会构建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在传

统制度研究聚焦制度的效应机制及跨层次联系的基础上，话语分析启示学者们运用语言

学的视角与方法探讨制度产生、变化以及消亡的动态过程，进而打开了传统实证研究避

而不谈的“黑匣子”（Phillips和Oswick，2012），丰富、深化了我们对制度及制度化过

程的理解。继2004年推出“语言与组织：话语所为”的专刊之后，国际顶级期刊《管理

学会评论》于2015年第1期推出聚焦制度话语的专刊“沟通、认知与制度”，鼓励学者

们从其他社会学科领域借鉴与话语、沟通相关的理论观点，并使之与制度的认知基础相

联系，将与沟通相关的新构念（如声音、对话、言语行为等）介绍到制度理论研究中，

超越现有研究对修辞策略、修辞格等话语要素的探讨（Cornelissen等，2015）。该专刊

中的五篇文章均站在理论构建的高度深入地揭示话语与沟通在制度形成中的重要角色

（Ocasio等，2015；Clemente和Roulet，2015；Gray等，2015）、维持（Bitektine和
Haack，2015；Harmon等，2015）及变革（Bitektine和Haack，2015；Harmon等，

2015）。例如，Ocasio等（2015）聚焦制度逻辑潜在构成性原则的再生与变化过程，指

出分布在组织与制度场域内的沟通事件通过类别系统聚合，从而产生有意义、可持续的

制度逻辑构成性原则，而协调、意义赋予、转换、理论化这四个不同的基本沟通功能推

动这一再生与变化过程的实现。同时，有四篇文章尝试构建跨宏观与微观层次的模型以

阐释制度的持续性以及制度变化的根源（Ocasio等，2015；Bitektine和Haack，2015；
Clemente和Roulet，2015；Gray等，2015）。其中，Bitektine和Haack（2015）提出了一

个多层面的组织合法性理论，从评估者视角将合法性视为微观层面个体对组织的评判以

及宏观层面群体的评判，而合法性判断的形成有赖于评估者的言语性、非言语性沟通及

其背后的认知。因此，评估者的认知与沟通是跨层面合法化过程的基本要素，而在竞争

性群体尝试改变评估者合法性判断时，不同的话语与修辞策略对于挖掘合法性、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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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战略至关重要。这些新探索将组织制度话语研究引入新的高度与深度，为推动后续实

证研究提供了普适且明确的建议，对如何推动制度话语、制度沟通的理论化具有深远的

意义。

（二）话语与组织战略

战略话语是最早受到关注的组织话语（Knights和Morgan，1991），相关战略研究

致力于战略话语的解读及其构建过程的剖析，关注战略管理话语的生成、对组织管理的

影响以及相关行动者在战略话语互动中的角色等基本问题（Phillips和Oswick，2012；
Paroutis和Heracleous，2013；Balogun等，2014）。话语分析不仅为战略研究带来了新的

研究视角与方法（Fenton和Langley，2011；Balogun等，2011；Cornelissen等，2011），

引发了对传统战略研究的重新思考，而且深刻影响、改变了学者们对战略及战略过程的

理解（Balogun等，2014）。

首先，在战略性质界定方面，传统的观点将战略视为是自发性的组织活动，而话语

分析将战略的规划与制定视为具有生成条件的管理话语构建过程。Kn igh t s和
Morgan（1991）认为，作为管理话语中的一种基本要素，战略的生成与复制往往以特定

的组织及组织管理变革为背景。他们系统回顾了战略管理话语在美国商业历史上的根

源、发展与传播，指出战略话语中存在显著的“权力效应”，赋予管理者独特的个人及

组织安全感，向利益相关者证明其管理的合理性，使战略合法化并推动其实施，并使之

成为优秀惯例的象征，掀起商业界的战略热潮。在后续研究中，他们（1995）通过分析

保险公司的IT战略实施案例指出，战略话语的实施并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适性，相反，必

须符合一定的市场条件和文化条件。他们的系列研究表明，战略并不是一套同质、具体

的想法，而是存在于异质、分散且脆弱的话语中，而能够使战略高层盘踞高位的原因正

是战略中使用的语言，因此，话语从基础上影响甚至决定战略的性质及实施效果。

第二，在战略形成要素方面，组织话语是战略的构成性要素（Lilley，2001），而

权力在战略话语生成及其产生影响效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传统战略研究往往

掩盖了话语中的权力效应（Knights和Morgan，1991）。从非正式的组织成员交流、竞

争格局传闻，到正式的战略会议探讨、组织使命及战略宣言，战略工作本身必须通过各

种形式的语言使用来实现（Balogun等，2014）。Ezzamel和Willmott（2008）认为组织

话语是战略的基本构成要素，而战略制定活动被视为是一种组织话语惯例。他们发现，

针对组织中的新做法，企业通过有效的组织话语介绍新的标准及工作方式，不仅影响员

工们的工作方式，而且重构企业整体战略，而权力效应有力地推动了战略话语的生成与

传播。Hardy和Thomas（2014a）发现，权力效应会在特殊的话语及惯例中得到强化，而

多种行动者会通过参与这些惯例传播话语并推动其常态化。在战略话语构建过程中，权

力与阻力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连、共存、互动，战略主题及目标由此生成，并转而增

强、促进话语。话语不仅在战略工作中起到关键的沟通、说服作用，而且能够通过背后

的社会、心理、认知内涵影响组织内部成员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战略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Balogun等，2014）。

第三，在战略实施方面，战略工作中不同形式的言语交流将对战略理解、沟通以及

整个实施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Balogun等，2014）。后结构主义者将话语视为知识和

权力的基础（Foucault，1973，1980），对组织运营及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战略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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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内部成员及外界看待组织战略甚至组织本身的方式（Li l ley，2001）。

Ezzamel和Willmott（2008）发现，公司高层管理者采用的战略话语不仅影响股东价值构

建的表达效果与推动效果，而且对战略的具体实施及效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话语

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模糊性，行动者可以通过话语形式控制战略进程，如通过模糊的话

语引导组织成员支持管理层发起的战略项目，推动新项目的实现（McCabe，2010）。

Mantere和Vaara（2008）从批判性话语视角聚焦战略参与问题，发现成员参与与战略工

作的性质密切相关，而话语不仅影响战略的生成与合法化，而且影响组织成员对战略的

理解以及他们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分配。具体而言，“神秘化”、“纪律性”、

“技术化”话语对组织成员的战略参与负相关，而“自我实现”、“对话交流”、“具

体化”话语能够推动组织成员更积极地参与到战略实施过程中。组织话语积极与消极影

响并存的事实对组织管理者及组织战略研究者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战略话语研究由来已久，在语言转向的影响下发展迅速。2014年3月，国际主流期

刊《管理研究杂志》推出专刊“作为话语的战略：意义、挑战及未来研究方向”，进一

步聚焦战略化的话语过程（Hardy和Thomas，2015；Liu和Maitlis，2014；Kwon等，

2014），将战略话语分析与行动者的情绪（Liu和Maitlis，2014）、目标导向行为

（Kwon等，2014）、主观决策（Dameron和Torset，2014）等认知性特征联系起来，强

调战略话语模糊性（Abdallah和Langley，2014）、主观性（Dameron和Torset，
2014）、动态性（Liu和Maitlis，2014）、权力性（Hardy和Thomas，2015）等关键特征

对战略计划、生成及实施过程的影响。鉴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认知因素对战略话语构建

过程的影响，Liu和Maitlis（2014）以观察战略话语互动中的情绪呈现为基础，探讨情

绪动态对高管团队战略塑造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话语中的情绪动态在情绪类别、呈

现顺序及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与之相伴的战略形成过程在问题提出、探讨、评估以及

最终决策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团队关系动态是连接情绪动态与战略形成过程的关键机

制，同时其关联也受到问题紧迫性的影响。以往研究肯定战略规划文本模糊性对包容分

歧性视角、达成战略一致性的推动作用，却未充分探讨这种模糊性对战略话语接受或战

略计划实施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这一不足，Abdallah和Langley（2014）识别出战略文

本中三种主要的模糊性，并探讨这些特征如何引发组织成员对战略话语的不同接受形

式。研究表明，战略话语的模糊性促使组织成员对战略形成各自的阐释，但从长时间来

看，战略话语的模糊性将导致内部矛盾及战略计划的过度延伸。因此，这种模糊性是一

把具有双重影响的“双刃剑”。这些研究在总结回顾已有战略话语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

对战略话语特征、性质、构建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的认识与探索，并通过呈现最新研究成

果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Balogun等，2013），对战略话语研究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三）话语与组织身份认同

组织身份认同研究关注个人、群体在组织情境下如何探寻、辨析、确定身份，并探

讨身份认同的前端影响因素与后端影响效果，是组织管理中探讨已久且至关重要的议题

（Ashforth和Mael，1989）。语言转向促使学者们将话语分析运用到身份认同领域具体

的研究主题中，包括个人认同（Ibarra和Barbulescu，2010；Brown和Lewis，2011）、组

织认同（Martens等，2007）、社会认同（Creed等，2002）甚至国家认同（Jack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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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biecki，2007）。无论是组织界定、表达、描述相关身份，还是行动者认识、理解、

接受对应的身份，均与语言密不可分。话语分析引导研究者重新思考“身份认同”原本

相对静止的基础性界定，通过对话语文本的分析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剖析该概念在组织与

社会情境中经历的变化与再现过程（Ibarra和Barbulescu，2010），不仅关注组织及相关

行动者与身份认同相关的话语，而且强调不同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话语互动及其背后的经

济、社会动态。

身份界定及认同也可以看作是话语构建过程，该过程中相关行动者之间的话语互

动、尤其是冲突性话语互动将塑造甚至决定相关身份的界定及构建，而复杂的话语互动

过程受到行动者群体差异化立场、利益及权力的驱动性影响。Phillips和Hardy两位学者

针对难民身份认同的系列话语研究是语言转向下身份认同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典型研究

成果（Phillips和Hardy，1997；Hardy和Phillips，1999）。他们首先（1997）聚焦英国难

民体系中不同组织及群体就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而进行的话语斗争，这一过程反映出不

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动态力量博弈，英国政府、难民法律中心、英国难民委员会以及难民

论坛这四个核心组织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采取了不同的话语行动并彼此持续互动。该

研究不仅揭示了正式职权与资源依赖对个体身份认同以及现有制度框架的主导影响，而

且肯定了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话语影响、改变身份认同及制度构建过程。他们在后续研究

中（Hardy和Phillips，1999）聚焦加拿大难民体系的话语斗争，发现难民身份的界定不

仅受到难民体系内相关组织话语的形成性影响，而且也受到宏观社会层面更广泛话语的

影响，而难民体系有关身份认同的话语互动也能反过来影响更广泛层面上的社会话语。

这不仅丰富了有关身份认同形成影响条件的理解，而且展示了不同层面相关话语之间的

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身份认同这一社会构建过程会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

状态或结果，但从长时间来看，整体将处于动态演变之中，而其演变的过程依然与话语

紧密相连。Humphreys和Brown（2001）发现，个人及集体层面的身份以及身份认同过

程均是以个人或集体共同的叙述话语为构建基础，人们通过话语理解所在的环境并将语

义融入生活中，而对组织身份演进过程的分析表明，该过程中会包括否定认同、中立认

同及分裂性认同等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话语。

身份认同话语对组织运营与管理的效应作用突出。高层管理者可以通过话语操控组

织身份的形成及参与者的身份认同，从而推动组织控制和管理，这可以视为基于合法化

目的的支配行为（Humphreys和Brown，2001）。Hardy等（2005）认为，组织间合作可

以被视为是相关行动者在现有话语基础上进行对话的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基于话语

的集体身份认同构建至关重要。他们构建了一个两阶段组织间合作模型，第一个阶段的

关键之处在于构建以话语为基础的集体身份认同，这是达成合作共识的前提条件；在第

二个阶段，所构建的集体身份转而推动进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对话，并推动对话向协

作性行动转化，从而在实质上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组织间合作关系。Phillips等（2013）通

过长时间跟踪案例聚焦创业过程中同质网络关联的形成过程，发现创业者可以通过身份

认同话语战略构建同质关系，即通过特定的话语程序或故事，将特定的信息传递给潜在

的合作伙伴，基于共同宗教身份、共同国籍、共同移民经历以及共同的创伤感等，寻

找、创建共同身份认同，进而以多种相似性为基础建立二元关联，最终成为由多类同质

关联构成的异质网络的核心成员，而以相似性为基础、通过身份认同话语构建的同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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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可以产生高度信任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不仅说明创业者可以通过身份认同话语实现目

的性行为，而且也证实了身份认同话语在新企业生成及早期成长中的作用。

身份认同是行动者融入集体或组织的心理认知过程，相关的话语构建过程不仅是组

织内及组织间协作等共同行动的基础性条件，直接影响行动的可行性与效果，而且能够

影响日常管理中组织成员的态度、行为、工作效率等关键因素，进而影响组织整体绩效

（Deephouse和Jaskiewicz，2013；Phillips等，2013）。话语视角及方法驱动下的身份认

同研究不仅通过观察、分析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语言文本清晰地呈现身份认同的形

成、塑造及演变过程，而且深入揭示这一过程在组织行为及绩效中的重要作用及内在作

用机理，对于我们深层理解这一特殊组织要素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四）话语与组织变革

话语分析视角下的组织变革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如何影响组织变革的方

式及过程（Sackmann，1989；Ford和Ford，1994；Phillips和Oswick，2012；Grant和
Michelson，2011），认为组织变革是行动者持续话语交流的结果，变革的模式依赖于

新话语，而新话语的意义是行动者通过商讨、谈判等形式的交流互动而形成的（Ford和
Ford，1995；Weick等，2005；Thomas等，2011；Sonenshein，2010）。

研究者们从话语视角聚焦组织变革过程，观察、剖析变革发动者、组织者、推动者

等关键行动群体如何围绕组织变革中的核心问题构建话语文本、意义，如何通过积极的

话语互动传播变革内核思想影响其他组织成员，进而说服、引导他们成为变革的接受者

与支持者（Sonenshein和Dholakia，2012）。Heracleous和Barret t（2001）在

Giddens（1979，1984，1987，1993）“结构二元性”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话语结构性

观点，将话语分解为表层沟通行为及深层话语结构，其中，呈现在表层沟通行为中的深

层结构得到充分的强调，而二者通过组织行动者的话语阐释形式及体系紧密相连，并在

条件充裕时相互转换。以话语结构性观点为基础，Haracleous和Barrett进一步运用阐释

学和修辞学中的理论，分析组织变革过程中的主要行动群体如何通过以修辞或然性推理

形式存在的深层结构对组织变革及其要素进行意义阐释。研究发现，变革中各利益相关

群体构建起特征各异的话语，甚至存在较为激烈的话语冲突，以此影响变革进程，而在

话语互动中，表层沟通行为与深层结构中均存在话语转换，通过塑造语义作用于变革本

身。Vaara和Tienari（2011）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并购这一特殊而重大的组织变革发现，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变革过程中运用差异化话语实现差异化目标，其中全球主义者凭借话

语获取并购活动的合法性，并塑造跨国公司组织身份认同，民族主义者利用话语强调、

重现民族身份认同与利益归属，而地区主义者则通过话语创造地区身份认同，以实现阻

止跨国并购的特殊目标。三者话语间的挑战以其利益冲突为基础，形成支持与阻力并

存、互动的动态话语博弈过程，这也正是变革产生、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变革路径、关

键事件以及最终成果由此形成。聚焦组织变革话语的研究表明，在多个行动群体参与的

复杂变革过程中，不同群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围绕核心问题形成各具特点的话语框

架，这些框架不仅推动变革发展到不同的阶段，而且也受到变革进程的塑造与影响，而

后阶段变革对话则必须面对前阶段话语框架差异带来的挑战（Dewulf和Bouwen，2012）。

早期组织变革研究对语义作用的探讨往往只限于管理者与员工构建的简单语义类型

（如正面与负面），忽略话语接收者的反应与作用。针对这一不足，Sonenshei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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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变革中不同行动群体构建、形成的多类型语义，并强调以员工为代表的话语接收者

对语义的反应，具体剖析员工对变革话语的回应、对变革话语语义的重构以及这些回应

与重构对其后续反应及变革进程的影响，以此阐释多种语义来源（管理者与员工）与多

类型语义构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为了保持变革目标与组织稳定性之间的平衡，变

革管理者不仅通过解冻、修改原有的组织语义构建新的语义，以推动变革进程、实现特

定变革目标，而且会在特定变革阶段部分保留现有组织语义，为变革的逐步实现创造稳

定的组织环境。该研究不仅通过强调话语接收者在变革话语中的角色弥补了先前研究的

不足，而且通过揭示变革管理者话语行为的双重性深化了我们对变革话语的理解。针对

以往组织变革话语研究聚焦维度零散、缺乏系统性的问题，Grant和Marshak（2011）提

出了一个多维度变革话语分析框架，以系统、全面地理解变革话语中的要素及其相互关

系。他们指出，变革中的相关行动群体通过语言框架与交谈构建、生成有意义的变革情

境，变革管理者以此影响组织成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变革的看法与思考，并就关键问

题做出话语性回应，进而推动变革进程、实现变革目标。该框架将组织变革看做一个持

续迭代的话语性社会构建过程，强调变革事件的瞬时状态，启发后续研究关注变革过程

中行动群体的沟通惯例，在理论上有助于组织变革相关的理论构建，在实践中启示管理

者充分利用有效的话语惯例提高变革成效。

尽管组织变革话语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部分学者反复质疑这类研究

的现实与理论意义，尤其认为其研究成果难以为管理实践所用（Oswick等，2010）。面

对这样的质疑，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应用行为科学杂志》继2000年推出专刊“组织话

语”之后，于2010年3月推出专刊“组织话语与变革”，其中收录的六篇文章均采用严

谨、稳健的方法紧密融合组织变革话语理论与实践，不仅通过聚焦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

题深化了变革相关理论，而且通过有代表性的案例分析探讨了组织变革中阻力、权力、

身份认同、多样性等关键问题，理论与现实贡献兼具。为了突出实践意义与价值，其中

三个研究直接聚焦组织顾问、变革代理人等在变革中的工作与角色（Whittle等，2010；
Kykyri等，2010；Easley，2010）。Whittle等（2010）提出“利益漏斗”的概念，用以

描述变革中不同行动群体将自身目标、关注点及利益与变革进行一致性磨合与匹配的过

程。出色的变革代理人不是消极传播成套理念与惯例的“中间人”，而是积极通过话语

反复阐释变革意义的“调停者”和“解码者”，运用创造性话语这一特殊的“漏斗”积

极重构变革，以梳理、平衡变革相关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利益漏斗”的比喻不仅生

动地展现了话语在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将变革代理人的责任、角色及工作方式

明确化，实践指导意义显著。同时，另外三个研究从具体的组织情境切入，直接探讨变

革中身份认同话语冲突（Teram，2010）、夯实变革成效的方法（Iedema等，2010）、

话语与组织变革及稳定性的关系（Cox和Hassard，2010）等变革现实中常见的重要问

题。其中Teram（2010）通过问题少年服务机构合并案例中的“厨房”问题探讨道德模

糊情境中组织变革带来的身份认同冲突问题。对管理层而言，采用集中饮食服务代替原

有的厨房充分显示了合并变革后的高效性，而在员工看来，这一转换清晰呈现了变革的

弊端，未能给问题少年康复提供良好的环境。不同的话语实际体现了二者在变革中冲突

性的组织身份认同。研究认为，这样具有争议的组织变革使得具有道德模糊性的服务机

构有机会公开探讨其所面临的两难问题，而管理者应当借此推动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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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巩固改革成效。这一系列研究通过嵌入实践情境、运用真实案例、聚

焦现实中具体问题的方式探讨话语在组织变革中的作用及影响，以期用更直接的方式凸

显理论研究的现实价值，给管理者及管理实践带来更直观、更切实际的启示。

四、组织话语研究的评价及未来展望

（一）组织话语研究的贡献与意义

通过回顾已有的组织话语研究可知，话语分析对组织管理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语言学视阈下的新颖研究方法为组织及其基本要素的社会构建过程研

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促使研究者注重文本、话语等研究材料本身，并使之

融入对组织现实多面性的剖析与理解中（Phillips和Oswick，2012）；另一方面，作为理

论框架的话语分析以论述、文本情境等独特而重要的语言学新视角阐释组织及其基本要

素的社会构建过程，不仅拓宽了组织研究的思路，而且推动了制度、战略、身份认同、

变革等领域的理论构建（Strang和Meyer，1993；Sahlin和Wedlin，2008）。

比较不同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话语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组织话语不仅通过相似的

机理作用于各种组织要素及活动，而且可以作为纽带将这些要素与活动自然联系起来。

如图1所示，修辞、协调、认知等基本功能可以看做是组织话语产生作用的基础和内

核，这些功能具有广泛的普适性，而特殊的组织管理情境赋予其更明确的意义与目标，

以此推动组织及其要素的创造、变化与演进。在组织产生及运作的过程中，特定行动者

群体镶嵌于特定情境中的各类组织话语及其互动反复作用于制度、战略、变革、身份认

同等要素。组织内外部的主要行动者围绕关键事件、基于自身立场与利益选择相应的话

语要素与话语模式，与其他行动者

进行反复的话语互动，并根据互动

的情况以及社会情境因素的变化调

整组织话语模式，而在这个反复选

择、互动、调整的过程中，组织变

革轨迹逐渐清晰，组织战略逐渐形

成，组织惯例逐渐实现制度化，同

时相关行动者完成相应的身份认

同。基于此，制度、战略、组织变

革、组织身份认同均可以看作是话

语构建过程，而组织本身是更上一

层的话语性社会构建。从整体和长

时间来看，这些要素的相关话语交

织、重叠出现，话语不仅通过其基

本功能实现对组织要素的影响，而

且以此将这些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基于四个组织话语分析领域的

模糊边界，部分研究同时涉及战图1    组织及其要素的话语构建过程研究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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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变革、制度、身份认同及其他组织要素（Ezzamel和Willmott，2008；Rouleau和
Balogun，2011；Vaara和Tienari，2011；Sonenshein和Dholakia，2012）。话语在说服组

织成员认识、理解并接受组织变革的同时，也引导他们通过理解、调整相关话语修正甚

至改变身份认同，而关键组织变革的实现往往意味着组织结构、战略等一系列话语随之

而改变，紧随其后是调整后出现的新做法通过话语构建过程逐步实现惯例化、常态化及

制度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变革成功的标志；反过来，组织制度话语的改变与调整

往往会引领新的战略性变革。随着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素话语构建过程发生、迭代、反复

甚至循环，组织本身的社会性话语构建过程也得以实现。

（二）现有组织话语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组织话语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展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但现

有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进一步突破的局限（见表2）。

首先，就言语性关注而言，现有组织话语研究在关键概念界定、关注程度、关注视

角、探讨路径及论证逻辑上有待改善。在概念界定方面，现有研究中对关键概念界定模

糊，存在用话语概念包罗万象的不良趋势（Alvesson和Karreman，2011a），不仅导致研

究概念与边界的模糊不清，而且有碍组织话语研究体系的形成。在语言关注程度上，尽

管存在过于聚焦语言、忽视管理情境或遮蔽其他视角的担心（Reed，2000；Cunliffe，
2008；Robichaud和Cooren，2013），但现阶段大多数组织研究只是概念性地将话语视

角运用到传统研究范式中，缺乏对话语本身的深入剖析。在关注视角方面，现有的话语

分析主要集中在显性、表层的语言沟通，对语言背后的社会、心理、认知世界挖掘不

够，而话语与管理行为、绩效之间的“黑匣子”是深入理解组织话语的关键所在。在探

讨路径方面，当前大多数话语研究只是在视语言为镜子（Hakuta，1986；Alvesson和
Kärreman，2007）或沟通渠道（Beckert，2010；Thornton等，2012）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普遍遵循施为路径，分析说话者如何通过语言将权力传递给听者并施加影响

（Phillips等，2004；Green Jr和Li，2011；Jones等，2012），未深入分析语言对组织的

构成性功能（Cornelissen等，2015）。此外，尽管语言转向在论证逻辑上批判实证主义

对语言的操控，但现有组织话语研究依然对语言干预、控制较多，既有悖于其初始论证

逻辑，又存在循环论证的趋势（彭长桂和吕源，2012）。

基于上述不足，后续组织话语研究应当在合理界定关键概念的基础上挖掘组织话语

的主要特征，探寻实际可行的维度对组织话语进行细化分类，以识别、剖析对组织管理

至关重要的话语类别，这是明晰组织话语前因后果的基础。在对语言的关注程度方面，

应当突破概念性、理念性的关注，在聚焦组织话语文本本身、客观尊重话语含义的基础

上融合组织情境，在文本与情境中保持良好的平衡，并充分挖掘二者的整合性优势，以

此揭示组织话语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组织行动群体的心理、认知特征，进而

剖析话语对组织行为及绩效的效应机理。在研究路径上，从施为路径向构成性路径转

化，以互动沟通模型为基础，强调语言对制度、战略等组织要素的构成性作用

（Cornelisen等，2015）。最后，应当遵循“始于文本、终于文本”的论证逻辑，重视

研究过程中的文本回归，突出陈述与分析的客观性，进而改善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第二，在研究理论基础上，尽管话语分析被视为重要的理论框架，但已有组织话语

研究只是较以往更多地关注话语文本，并未充分发挥跨学科基础理论的作用，而理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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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够将阻碍跨学科优势的实现以及相关领域的深化发展，且理论基础缺乏将成为长远

的质疑点。事实上，话语分析在符号学（Saussure，1915，1983）、系统功能语言学

（Malinowski，1923；Firth，1950；Halliday，1978）等语言学分支中具有深厚的渊源，

言语行为理论（Austin，1962）、语言的系统功能特征理论（Halliday，1978）、语境理

论（Halliday和Hasan，1976）等均可作为组织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而语言哲学（陈嘉

映，2003）则从思想层面推动话语深层含义的挖掘，为组织话语阐释开辟思路。同时，

充实组织话语研究理论基础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基于研究主题及情境，广泛借鉴心理学、

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理论及发现，深入认识、剖析话语的特征、性质及本

质，挖掘组织行动者的认知、思维差异，以此加强组织话语本身的理论体系构建。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组织话语研究面临主观性强、跨学科方法融合不够、方

表2    现有组织话语研究不足及展望

现有研究不足 相应未来研究展望

言语性关注

概念界定 概念及边界界定模糊
挖掘组织话语的主要特征，通过分类、度量等将概
念明晰化

关注程度
话语仅被当作概念套用
到传统研究中，未深入

超越概念性关注，聚焦组织话语、文本本身，客观
地尊重话语及其含义，避免操控研究文本

关注视角
对语言背后的“黑匣子”
挖掘不够

结合研究情境挖掘话语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及行
动者的心理、认知特征，揭示话语对组织行为的效
应机理

探讨路径 未深入分析构成性功能
以互动沟通模型为基础从施为路径向构成性路径转
化

论证逻辑 对语言干预与控制较多 回归文本，遵循“始于文本、终于文本”的论证逻辑

理论基础

语言学理论
未发挥相关语言学基础
理论的作用

深入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系统功能特征、语境
理论等语言学理论，通过语言哲学赋予语言以思想

其他交叉学
科理论

尚未深入
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理论深化对话
语特征、性质、本质的剖析与认识，挖掘背后的认
知、思维差异

研究方法

方法特性 主观性过强
通过完善方法体系控制主观性，提高话语分析结果
的普适性

跨学科方法 语言分析方法运用不足
充分运用语言学专业分析技术，多学科多方法的融
合

方法体系建
设

方法混用、随意性强 建设严谨的方法标准及体系

研究主题

主题宽度
局限于制度、战略、身
份认同、变革等少数领
域

横向拓展主题：将话语分析拓展到商务谈判、网络
构建、跨国公司环境适应、市场营销等领域，并建
立其间的联系，探讨话语在组织整体构架及运营中
的影响作用

主题深度
未深入剖析话语贴近决
策者及管理过程的复杂
方式及过程

纵向深入主题：以互动沟通模型为基础，将话语中
的沟通动态及程序动态概念化，以此联结微观与宏
观组织理论；关注不同类型话语与组织要素的匹配
及其作用机制；探索话语推动组织绩效与成长的规
律，注重组织话语研究的实践价值

理论构建 理论构建缺乏 在主题拓展与深化的基础上注重理论构建

中国组织话语研究 尚处于初步阶段
通过中西对比剖析中国组织话语的主要特征、其形
成要素及效应机制；提高中国组织话语权、构建中
国组织话语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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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统性不足等问题，因而研究普适性深受质疑（Ainsworth和Hardy，2012）。主观性

问题不仅与语言研究的特点有关，也源于方法体系的缺乏。当前的组织话语研究方法规

范性、严谨性不足，往往与内容分析、民族志分析、叙事分析等相似的方法混淆使用

（Iedema，2011；吕源和彭长桂，2012）。尽管话语分析起源于语言学，但运用到组织

管理领域时跨学科融合程度较低，未能充分发挥语言学方法思路、规范上的优势。基于

此，组织话语研究可以借鉴案例研究的发展路径（Ei s enha rd t，1989，1995；
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一方面对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适度标准化、规范化，严

格控制研究的主观性，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另一方面积极实现与多种方法、尤其

是量化研究方法的配合使用，取长补短。尽管存在混淆的可能性，但基于共同的语言学

渊源，会话分析、语料库分析、体裁分析、语用分析、媒介话语分析等方法均可以为组

织话语研究所用（Bahatia等，2008），或有助于完善组织话语分析方法体系，而系统、

科学地运用语言学专业分析技术则有利于推动组织话语研究方法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彭

长桂和吕源，2014，2016）。从长远来看，组织话语研究应该突破语言转向对实证主义

的深度质疑，在尊重、强调话语文本本身的基础上取其所长，通过与成熟的定量、定性

方法的有效融合逐步构建、完善自身的方法体系。

第四，在研究主题上，现有组织话语研究集中于有限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未能发

散，同时对话语演变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的剖析不够深入，且对话语贴近战略、变革、制

度及决策者的复杂方式及过程则关注不足（McCabe，2010；Kornberger和Clegg，
2011；Hardy和Thomas，2015），缺乏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Balogun等，2014）。基于

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纵向延伸、横向拓展主题实现理论深入，并且可以将话语分析的

理论框架与组织管理传统的理论框架进行理论竞争对比，多途径推动组织话语的理论构

建及深化。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以互动沟通模型（Cornelissen等，

2015）为基础，通过借鉴传播学、互动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将话语中的沟通动态及程序

动态概念化，以此联结微观与宏观组织理论（Powell和Colyvas，2008；Cornelissen等，

2015）；将话语分析拓展到更多的组织管理研究领域中，如商务谈判、组织网络构建、

跨国公司环境适应、市场营销计划等组织话语作用至关重要的管理领域；基于话语对制

度、战略、变革、认同等基础性因素的相似影响机理，建立不同主题之间的联系，从而

探讨话语在组织整体构架及运营中的影响；进一步关注话语与组织要素的匹配，如不同

类型的话语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类型的战略变革，从而细化组织话语对组织行

为及绩效的影响机制；注重组织话语研究的实践价值，在分析组织话语特征、类别、模

式的基础上，探索话语推动组织绩效与成长的规律，从而为管理者如何通过话语管理改

善企业绩效提供参考和建议。

第五，中国组织话语研究还处于引介、探索的起步阶段，目前有限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综述引介（吕源和彭长桂，2012；冯捷蕴，2013）、思路尝试（林泉等，2010；郭毅

等，2010；王涛等，2011）阶段。部分商务英语研究领域的学者关注商务话语，聚焦商

务英语教学、翻译、人才培养等问题（陈香兰等，2011；冯捷蕴，2013；李琳，

2015），对跨语言、跨文化的组织话语有一定的贡献与启示，但尚未充分关注中国组织

话语的核心话语。尽管存在较多的局限，但这些较为成功的早期尝试表明，我们不仅能

够借用话语分析剖析中国情境下的组织管理问题，而且可以借此推动中国组织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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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就现阶段而言，西方组织话语研究可以为中国组织话语研究带来重要启示。一方

面，西方情境下的系统性成果凸显出话语分析在组织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发展潜力，从而

反衬出中国学术界对组织话语的忽略。组织制度、战略、身份认同、变革等领域发展较

为成熟的话语研究表明，话语在这些组织核心元素的构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

深刻认识组织本质及其动态演进的关键要素，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制度、变革、

战略等是组织发展中的关键词，其中的话语内涵与互动尤其值得深入探讨。另一方面，

西方组织话语研究的视角、思路、范式、发现等可以为中国组织话语研究及体系建设提

供有意义的借鉴与启发。转型经济中的组织形成与发展具有独特之处，但必然与其他情

境中的组织动态有诸多共通之处。西方情境下制度、战略、身份认同、变革等领域的组

织话语不仅可以直接为中国情境下相关领域的话语分析所借鉴，而且也可以间接启发更

多领域的话语探索。此外，基于中国语言与情境的独特性，参照、对比研究是中国组织

话语研究的必经之路，而已有西方组织话语研究及其成果是对中国组织话语进行参照性、

对比性分析的基础。这也正是本文系统回顾、述评已有组织话语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与诸多可以直接从西方借鉴、学习的理论及方法不同，中国情境下的组织话语研究

是以中国独特的语言体系及其特征为基础，并与独特的历史、文化、社会及制度密不可

分，因此必须在借鉴、学习西方思路的同时充分关注语言与情境的特殊性，谨防现有话

语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侵蚀（施旭，2012）。近年来，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掀

起了话语构建与研究的热潮，中国学者们以过去二十多年的译介、诠释、普及为基础，

开始探索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性与创新性（施旭，2013），这为中国组织话语分析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鉴于起步阶段的研究现状，中国组织话语研究应当坚持“中西结

合，古今融汇”的方法构建基本原则（施旭，2012），通过情境化借鉴西方组织话语研

究以及其他学科视阈下中国话语研究的成果剖析中国组织话语的主要特征，并通过中西

对比、跨学科对比等方式挖掘其独特之处（Keller和Loewenstein，2011；李琳，

2015），进而逐步实现自身的理论突破。以特征描述与剖析为基础，后续研究可以进而

分析中国组织话语的前端影响因素与后端作用机制，即围绕下述两个问题展开多视角、

多层次的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中国情境下不同类别组织话语的形成、变化与演进？这些

动态变化的组织话语及其构成要素、主要特征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及绩效？这些探讨不仅

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理解中国组织话语，而且通过离散式研究成果的积累为更高层

次的中国特色组织话语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当前及未来较长时间内都面临着在国际组织管理体系中

话语权有限、自身组织话语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而推动中国组织话语研究、改善中国组

织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组织话语体系，这三者之间存在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密切关

系。西方组织理论一直在国际组织管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组织话语权十分有

限，中国特色组织话语体系缺失，这与中国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且是多方面原因长期共同作用所致。从实践角度来看，“重农轻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

根深蒂固，而近代商业的萌芽与发展又在社会动荡与战乱中历经挫折，从一定程度上而

言，中国组织管理，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真正探索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只经

历不到四十年的经验摸索与积累，而这一过程始终深受西方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时候直

接借鉴西方组织管理中的做法、惯例与制度，缺乏自身的实践性创新，因而话语权有

限，组织话语体系建设无从谈起。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组织研究不仅在时间上起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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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而且在内容、思路上多追随西方，从最初的引介、到后续的情境化、再到当前尝试

自身理论构建，从最初的直接译介、到后续对量化研究的重视、再到当前对质性研究的

回归，始终难以摆脱西方组织研究的显著影响，不仅未能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在

国际学术对话中少有真正独立、创新且深刻的“发声”，由此而致的话语权缺失既是中

国组织管理实践积累有限的反映，也是中国组织管理研究亟待突破的客观证明。从对西

方组织制度、战略、身份认同、变革等话语研究的回顾中不难发现，随着各情境下相关

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对组织话语的认识增进，主要欧美国家不仅在国际组织管理体系中的

话语权得到提升，而且逐渐形成自身的组织话语体系，而话语权的提升、话语体系的建

设又转而进一步促进了相关研究的突破性发展。“话语研究—话语权—话语体系”这一

“良性循环”对中国带动组织话语研究、改善组织话语权以及建设特色组织话语体系具

有重要启示。首先，现阶段必须引导中国学术界充分关注组织话语研究以及中国情境中

的组织话语现实，多层次、多视角剖析中国组织话语的特征及前因后果，通过逐步的研

究成果积累为话语权的提高、特色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启示与指导；其次，以学术积累

与实践发展为契机，引导中国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界积极参与到国际组织管理对话中，

通过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对外推介等方式增加“发声”频率与深度，既能逐步提高国

际话语权，又能为中国特色组织话语体系建设汲取先进经验；最后，尽管中国组织话语

权提升、特色组织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随着商业活动的迅速增强，

国际化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该进程的效率和效果将会稳步提升，而中国在国际组

织管理体系中话语权的提高以及自身组织话语体系的日益成熟不仅为相关理论研究实现

突破提供了必要前提，而且必将促使、吸引更多的中外学者关注中国组织话语及其独特

问题，从而为推动中国组织话语研究及其体系的完善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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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3. Research Center of Entrepreneurship，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studies essentially regard the organizations as discourse-based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and analyz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henomena，relationships，
elements and even the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by directly exploring verbal and written discourse text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The spec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 take the “linguistic
turn”  in social sciences a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challenge the tradition of empiricism，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have  reform significance  to  organization
research，and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in such organization research fields as institution，strategy，
identity and change.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ajor findings in the four critical areas，this paper
sums  up  main  contributions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organization  research，and  then  proposes
theoretical model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elements. It points out
main problem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rom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attention
degree，theoretical  basis，research  method  and  research  topics，and  especially  makes  basic
suggest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related studies，to
introduce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studies into Chines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field，and pave
ways for future related studies，especially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in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organizational strategy；
organizational identity；organiza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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